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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網絡中協力關係的成效：理論性的探討 
 

朱鎮明 
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伴隨著傳統官僚體制特性減弱、分割與變動的趨勢，政策網絡相對發揮在決

策與服務傳輸上的重要性。網絡管理目前被視為最適宜處理複雜的社會與政治問

題，因為網絡管理可以促進組織界線之外的各式各樣行為者、夥伴的溝通。協力

關係要注意網絡基礎結構、管理構想與整合方案，希望透過擴大利害關係人的參

與、安排適當的管理與互動方案，整合決策與執行所需要的關鍵資源與訊息，讓

決策更成熟、讓各項服務需求不漏接。 

本文希望透過文獻分析及個案研究來提供整體的觀點，以了解如何進行政策

網絡與協力關係成效的評估與測量。網絡協力關係的評估與成效衡量，是以利害

關係人為核心，探知利害關係人觀感與評價，這些利害關係人通常應該包括行政

人員、服務提供者、代議士、媒體、社區團體，以及第三部門行為者。評鑑常用

李克特量表，藉以察覺網絡互動效果，並認定可資改善的方向。 

關鍵詞：政策網絡、網絡管理、協力關係、績效評估、績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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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societies have in recent decades seen a destabiliz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governing mechanisms.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field is in the midst of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upheaval concerning the role played by networks in the 

decision-making and delivery of public services. Networks and networking are 

viewed as ways of dealing with complex problems that beset both the state and society. 

In networks setting, program success requires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parties over 

whom managers exercise little formal control. Network management has strong 

effects on the policy outcome through embracing the right kind of members, 

empowering members, integrating key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This article provide and overview for this special issue on the measurement of 

outcome of the policy network and collaboration. It discusses how measures of policy 

network and collaboration are being used, and shows how to improve policy 

outcomes through better partnership working between key stakeholders. Evaluation 

studies are multilevel including perspectives of administrators, providers, legislators, 

and the NPO sector actors. An collaboration that included Likert-type formatted 

questions can be used in both studies to identify interagency effectiveness and areas 

for improvement. 

Key words: policy network, network management, partnership, collaboration, 

inter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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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1 世紀，傳統「政府體制」逐漸走向「民主治理」趨勢，這就是當前大家

常說的「夥伴關係」。從 1980年代開始，經過解除管制、民營化、強制招標、委

託外包、專責政策執行的組織(例如英國的政署、日本及我國的行政法人)等政策

洗禮，過去被頌揚「從搖籃到墳墓」通通包辦的福利國家與大政府體制逐漸崩解。 

現在，我們知道政策過程必須更尊重「利害關係人」的見解與實質參與，

方案執行與福利提供要靠民間私部門包商、地方政府，甚至是國際的各種機構或

個人的配合支持。因為民主化、國際政策創新與學習的「向下壓」及「向外拉」

的力量下，層級式的「金字塔」意像被壓揉成較為扁平的「網絡」。是的！網絡

就是目前公共行政學界熱門的術語。 

資源有限的環境下，各政府機構競逐有限資源，若未能統合調配資源，恐

將使民眾成為最終的受害者，因此發展合作與相互依存意識，厥為提供公共服務

之要項(Pollitt, 2003; Weible et al., 2004; Lubell, 2004)。這也是近年來治理概念與

模式的興起背景，不僅分割後的個別組織或政府機關應該強化經營管理，讓政策

獲得社會廣泛接受，更進一步來說，整個網絡都應該強化政策協調與統合1。 

但是，績效管理常見的格言是：你衡量什麼，就得到什麼(You get what you 

measured)；不測量結果，就無法知道成敗。目前國內有關政策網絡、夥伴關係、

網絡管理的研究仍多集中在政策參與者之間動態面關係的描述、分析，不僅對於

網絡管理策略之研究仍有持續努力空間，而網絡中協力關係的成效研究也比較

少。缺少成效評估來指出有待改進之處，參與者總是會各說各話，不思策進之道。 

本文的目的，在維繫與管理網絡及溝通平台的方法，確認關鍵的協力關係

變數，認定出能夠被利害關係人所接受的協力關係發展成效變數。以下，本文將

依序簡單敘述政策網絡與協力關係的概念、說明幾個政策網絡或夥伴關係的成效

評鑑方法，並以我國取消教師免稅政策為例，試行簡便的網絡成效分析，了解成

效測量可能的狀況。 

                                                
1 所謂「分割」、「零散」，簡言之就是在沒有民主化、民營化、放鬆管制之前，諸如交通部、財
政部、教育部、經濟部等政府部門，統轄所屬公營機構、公司、學術機構、銀行，是龐大的金字

塔型結構，在部會本身業務內，可透過權責命令關係進行指揮與管理。當政府體制愈趨民主，以

及推動民營化之後，公營銀行、國營公司、公用事業、大學等，甚至地方政府(獲得制度性的保
障)，都享有程度不同的獨立自主地位，看起來就像向外離開部會中心，各部會對於那些機構或
單位，得改變互動模式。日後，如果我國研擬中的「行政法人法」完成立法，大學、醫院、社教

與文化等機構會更大規模的離開部會中心，這時候政府體制分散、分割、離心的蛻變特性將會更

為明顯。在加強個別組織經營管理效率的同時，對政策一體化的協調、溝通的呼聲更將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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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策網絡、協力關係與管理作為 

現在的公共管理，經常發生在行為者的網絡之中，而非單一的政府機關之

內。在行為者網絡的結構中，誰能管理協力合作並有效協調其他外圍組織，就能

決定政策的成敗。因此，廣泛的意義來說，目前我們所習稱的治理(及網絡)、政

策網絡、公私協力夥伴關係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協同合作

(collaboration)等等，已經很難(似乎也沒有必要)進行界定、釐清關係，以及區分。

這些名詞或是動詞相互流用的現象十分普遍，這也造成「治理」成為當前最火的、

成長最快的研究熱點(a veritable growth industry)(Van Kersbergen and Van 

Waarden, 2004: 144)。在台灣，政策網絡的研究處於方興未艾的成長階段，許多

學者也努力朝此方向努力當中(林玉華，2002；劉宜君，1999；廖俊松，2001；江

大樹，2001)。 

一、政策網絡概說 

網絡是目前對於「治理」那種鬆散特性的一種比喻(O’Toole and Meier, 2004: 

474)，在於強調具有自由度，但行為者之間卻有著相互依存的、相對穩定的結構，

他們之間的決策、互動、聯繫與溝通行為(O’Toole, 1997: 117; Alter and Hage, 

1993)。政策網絡或網絡管理(policy networks and network management)的概

念，在國外的研究由來已久，且似乎與府際關係與管理、政策倡導聯盟(advocacy 

coalition)有頗為密切的關係。 

近來有關政策網絡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學者之一是英國的 R. A. W Rhodes 

(1997)，他透過政策網絡分析英國的中央地方之間新府際關係。Rhodes對於網絡

的特性、定義、參與者、結構、分類、文化、權力關係的論述，成為國內學者研

究的典範(胡國堅，1996；曹俊漢，2001；劉宜君，2001；劉宜君，2002；林玉華，

2002；李翠萍，2005)。 

然而，讀者不難發現，上述「盎格魯模式」的分析取向在實務政府管理上

有其侷限性(Marinetto, 2003)。以英國 Rhodes為代表的盎格魯政策網絡模式，對

於網絡的動態與分析著重在從客觀角度，檢視政府與社會在政策過程的互動及依

存關係2。當然，中央政府仍是主要的、核心的政策制定者，而其他行為者、志

                                                
2 有趣的是, 不知道是否本人觀察有誤，美國籍的行政學者所寫的政策網絡與協力關係文章(例如
O’Toole)，後面所附的參考文獻很少引述 Rhodes的著作，有興趣者請自行翻閱手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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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部門與私部門的重要性逐漸上升中。然而，對於當事者來說，行為者身處網絡

之中的應對進退之道(行動策略)，毋寧是更重要的。因此，以描述、分析性為主

的盎格魯學派論點，本文不擬贅述，有興趣者可自行參與相關文獻。 

在說明網絡的協力關係、成效評估之前，對於政策網絡，本文界定如下

(Whetten, 1981; Mandell, 1990: 34)：  

「兩個或兩個以上彼此互相沒有隸屬關係、但業務上有聯繫、有依

存度的行為者(含機構機關)之間的結構與互動關係，並對互動關係加以

管理以達成共同目標」。 

這個定義，包括五個要素：兩個以上、互不隸屬的機構或行為者(相對自主)、

相互依存與互賴、穩定結構與人事(至少維持一段時期，網絡內的行為者彼此認識

甚至了解)、在網絡內從事一些管理行為(採取主動態度，為方案與政策爭取支持

與資源)。在政策過程，這個以「參與及互動過程」串起行為者之間關係的網絡結

構，主政的政府機關雖是必然而且重要的參與者，但不是唯一，而且治理的過程

與功能發揮(協商、協調、調適、調和和諧、合作、聯盟建立)，遠比政府層級節

制(強制、命令與控制)更重要。 

在圖 1政策網絡示意圖中可以看出，雖然網絡是以 A組織為中心建構出來

的，並以粗實線與參與者 B、E進行互動與聯繫，但是 B、E兩組織各有資源以

及網絡，具有抗衡 A組織的力量，如果 A能夠拉高視野，設法整合與管理全部

參與者，將能善用其他外部資源，使政策的影響層面向外擴大。 

在日常生活中，網絡管理與協力關係的重要性俯拾皆是。地方政府打掃街

道，除非公民不再隨地丟棄垃圾，否則單憑政府設立清潔隊投入大量人力，也不

容易維持道路整潔。另方面，政府也可與學校、社區團體合作，增加學生、住民

等大眾對環境維護的體認。推而廣之，中央層次的永續發展，不能單靠單一機關

(環保部門)，也要靠計劃、經濟、企業，及其他管制機關的協力參與。因此，如

何經營、維持與管理網絡中的協力關係，甚至評估協力網絡的成效，要針對參與

者的整體組織體，而不能只單獨評鑑單一組織的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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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政策網絡示意圖 

資料來源：Huxham, Chris (2003), p412. 

二、協力關係與管理作為 

不過，有網絡關係不代表決策必定有品質。網絡之存在不代表網絡獲得有效

管理，若是管理措施不當、互動頻率很低，應有的協力關係就不能適當的發揮，

反而成為集體決策盲思(group think)之根源，變身黑色網絡(dark network) 

(Raab and Milward, 2003)。若將政策網絡比喻為虛擬的組織，那麼協力關係可

稱是這個虛擬組織的動態運作狀況，這種跨學科、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

是跨部會的政策團隊，所思索的是如何跨越建制，強化政策與治理層級的整合及

互動。 

Hardy 等人(2005)重視持續的論述、溝通與對話過程，在營造組際協力上的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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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他們指出，有人認為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協力關係重行動甚於對話溝通，

但作者認為「對話」與「溝通」才是有效行動的基礎。協力關係可以從兩個階段

來剖析，第一階段，參與者經由持續討論、論述，針對主要議題的成因、定義、

徵狀、潛在的可能方案等形成共同認識與行動規則，並由此形成成員歸屬感與固

定聯繫，也就是集體認同或共同意識(common constructs)。 

第二階段，集體認同經過進一步的論述與對談，對於變革產生共同或綜合的

行動方案，產生個別體認(private constructs)，對達成目標所需的技能技術、時

程表、以及應該動員的利害關係人，形成本機關應負責任的看法與分辦事項。 

正式對話要持續且定期辦理。網絡中各個參與者或網絡節點的聯繫頻率

(frequency of contact with network nodes)，對績效變革與效果有正面影響。管

理者(或是承辦人員)願意多花點時間與組織外各有關人士互動、聯繫與對談，對

於組織與政策績效能夠產生正面的影響。因此網絡管理者或主政者應該設計正式

與非正式的聯繫溝通管道，促成網絡內參與者的相互了解與認識(Meier and 

O’Toole, 2001; Juenke, 2005)。 

Bruner(1991)研究指出，組織之間協力過程，通常包含三個層次的意義：由

上而下治理的基礎結構(governance)、團隊發展的技術(technical assistance)、及

行動規劃與服務提供(action planning)3。總的來說，政策統合是希望經過改變協

力過程的新系統，提升公共認知 (public awareness)、追蹤執行資訊 (data 

tracking)、促進協力機關的溝通，以及重新設計整合型服務與照護體制(Sadao 

and Robinson, 2002: 73)。從這四個面向來說，較為具體可行的措施(以福利政策

協力關係為例)請參見表 1。 

                                                
3 所謂「治理」(governance)是指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等由上而下的基礎結構；技術協助(technical 
assistance) 是指經由技術及訓練而發展出政策統合團隊(team)；行動規劃與服務提供(action 
planning)，是指系統改變並發展出新統合與協力程序，讓利害關係人執行計畫規劃並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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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政策協力關係的內涵與策略 

協力團隊 照護系統 資料系統 公共認知 

l 各單位首長會
面討論協力機

制任務及功能 
l 找到更多金主與
技術協助單位 
l 討論出更為具
體可行的運作

方式及製作備

忘錄 
l 每年定期大會
中討論協力關

係的任務使命 
l 每月月會 

 

l 組成特別小組針
對照護系統的流

程化與協調強化

進行討論 
l 討論如何照護管
理與後續追蹤 
l 每兩週特別小組
聚會，評估否決案

件、個案訪視狀況

及評鑑流程 
l 為訪視及評鑑小
組協同訓練，製作

訪視操作手冊 
l 透過訪談家長來
評估特殊臨床需

求個案 

l 各單位協調人員
要調查各自匯報

與服務紀錄系統 
l 協調人員要為單
位訂出資訊需求 
l 各單位購置電腦
硬體及軟體 
l 各單位挑選資料
管理者，接受資料

運用與維護訓練 
l 訓練資料追蹤系
統滿足有關單位

的需求 
l 提升資料庫能，由
其他單位評鑑資

料追蹤系統 

l 定期年會與論壇 
l 編製並發布新聞
通訊 
l 設計 Logo與訂製

T-shirt 
l 設計服務目錄 
l 在地方刊物發表
文章或刊登廣告 
l 研擬每月的廣播
計畫，製作錄音帶

在地方電台播放 
l 每年定期評估公
眾認知變化率 

資料來源：Sadao and Robinson( 2002),  p82 

像是婚姻關係，完善協力關係需要長時期經營與醞釀，不能單靠一紙結婚證

書。協力關係不是理所當然的存在，也難以在一夕之間建立起來。近來我們可以

看到好幾個「溝通平台會議」、「跨部會小組」、「常態性對話」口號等出現，似乎

建立起來朝野、部會、中央與地方一片和諧和樂的景象，但究其實質，缺乏定期

碰面機制、缺少專責聯繫人、首長各自透過媒體放話侵蝕協力關係所需的信任，

或是主政者強勢主導一言堂決策拍板定案、內閣人事變動與職務更迭頻繁

(instability)，這都使協力關係難以為繼。其中，首長或主政者如何操作與管理網

絡，決定協力關係的品質。 

成功的網絡管理應該是有意識形成的、持續的(維繫好幾年)。成員應研擬有

效的網絡管理方案，建構足夠的夥伴關係，不僅是資訊分享與個別獨立事件的協

調而已，更要致力於資源的協調，甚至將部份權威授權給網絡結構，來完成大家

共同的共享議程，改善與提升政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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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政策網絡管理內容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在較為具體的網絡管理及夥伴關係經營方面，各業務承辦單位應針對廣泛

的跨部會、跨層級政府、甚或跨領域議題，建立定期的高階文官、業務主管的常

態性對話機制或是例會，並且願意將單位所轄的資訊公開分享，建立平日的資訊

通報系統。政策網絡的團隊，可透過共同教育訓練、危機與急難事件的共同演練

等，熟悉彼此。業務承辦人也要儘量向外擴展、發展組織以外的廣泛人際關係。

除了在公務上要能認得出臉孔、叫的出名字，更要在建立起日常相互關心的私誼

(Agranoff and McGuire, 2001; Steele, 1999; Landsberg and Wattam, 2001; Mayer , 

2003; Caid, 2003)。 

參、協力關係成效衡量：主觀評鑑與客觀評鑑 

新公共管理重視提供服務品質的不斷改善，不過，以委外過程為核心的新服

務提供模式，卻更仰賴信任作為協力關係的基礎。即便公民以及利害關係人認知

服務品質獲得改善，但未必會對政府產生更多的信任(Van De Walle and Bouckaert, 

2003)。要讓利害關係人對政府運作更為信任的方法，毋寧是讓參與者或網絡行

為者知道政策體制—或政府「如何」負起公共責任及其過程。 

決策的正當性，來自於被治者、被管制者的同意，而同意，源自於有意義的

參與、論述對話及認同(Van Kersbergen and Van Waarden, 2004; Hardy et 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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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因而新一代的政府改革，重心放在如何察覺公共治理、政策網絡暨協力

關係的成效、需要採取行動推動改革之處，由公民、利害關係人共同規劃、共同

設計、共同管理政策方案。 

一、治理與夥伴關係的評估 

對於治理、網絡與協力關係的成效，逐漸受到學界關切與研究。例如 Bovaird

等人(2003)針對「治理」品質的評估進行分析。他們認為，所謂治理的品質應包

括生活福祉品質以及治理過程(governance process)。關於治理的原則，他們參

考學界的論點指出，「善治」大致內容包括：公民參與、透明度、課責

(accountability)、社會平等與包容性(考慮到性別、族裔、年齡、宗教)、倫理與

忠誠行為、公平的程序、有效維繫夥伴關係的能力、尊重法治等等。然而，不同

國家與文化對於「善治」的內容會有不同的觀點，例如北歐國家特重文官決策過

程中的透明度。 

為了要提出治理評鑑概念架構，Bovaird 等人指出「國際治理組織」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的「治理健全度檢查表」(the GI Governance Health 

Check)中的利害關係人認定法，可作為政府機關及其利害關係人評鑑關鍵治理原

則的方法。治理的健全度檢查表以下述利害關係人作為評鑑主體： 

l 公民 

l 與特定政策議題有關的政治人物4 

l 第三部門的代表，包括社區組織、志願性組織、慈善團體 

l 企業部門 

l 媒體(包括電視、廣播及報紙) 

l 政府部會或機關 

l 其他層級的政府相關組織 

參與治理及協力關係者，應該限於對議題有比較深入了解或切身感知議題內

容者。當然，這種評鑑治理的概念架構不僅較花時間，而且更為費時費事，成本

很高。在針對公共治理進行品質評估的鼓勵制度，可透過頒獎、法定檢查

(inspection)、設定標準提供、財政補助、以及公佈、提供更多資訊給有興趣的

公民或利害關係人。 

                                                
4 按例如交通、環保、教育、健康醫療、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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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國際治理組織的「善治模式」(the Good Governance Model)5 

「治理健全度檢查表」為政府、第三部門提供基礎，來改善「關鍵利害關係

人」的互動品質。在圖 3的卓越治理(或善治)模式中，可以看到治理的評鑑是以

利害關鍵人為中心，透過訪談來診斷組織目前狀況，以及與利害關係人相處情

形，理解其他關鍵利害關係人如何看待我們、體認我們那裡需要改善採取行動，

或是該怎麼讓大家知道本單位已經做了哪些工作，讓協力關係更為透明

(transparency)、負責 (accountability)、更多參與 (involvement)及協同工作

(partnership working)，以落實信任、領導、依法而治、民主的價值。評鑑結果，

以「治理的平衡計分卡」來表示，綠燈代表優點(strengths)，至於需要改善之處，

以黃燈甚至紅燈來表示(類似交通號誌)6。 

對於治理及協力關係的評鑑，歐洲有幾個評鑑體制已經有相當規模與經驗7。

例如德國對於地方政府績效評估，以「史拜爾品質競爭金像獎」最具代表性。該

項評鑑活動在 1992 年由德國史拜爾行政科學大學(DHV)的 Hermann Hill 與

Helmut Klages兩教授倡議，每兩年舉辦一次，評鑑標準大致有八類，涵括總體

評鑑標準、公民導向、公私協力夥伴關係、人事管理、政策與行政管理、策略管

                                                
5 請參閱國際治理組織網站(http://www.governanceinternational.org/english/fabout.html，
下載日期為民國 94年 5月 25日)。 
6 請參閱國際治理組織網站(http://www.governanceinternational.org/english/fprod.html，下
載日期為民國 94年 5月 25日)。 
7 有關歐盟、德國、甚至是英國與美國的治理或是管理能力評鑑的較為詳細內容，請參見朱景鵬
等(2003)，《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評估模式之建構》，行政院研考會委託研究(RDEC-RES-092-009)，
(92年 4月到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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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知識管理、電子化政府，包含了過程與結果、內部管理與外部治理連結等等。

在其中的公私協力夥伴關係中，包括幾個項目：1.目標與效果的評量；2.計劃管

理的評量；3.透過公私部門夥伴間契約(或協議)與合作管理機制；4.監督公共資

源投入或公共福利資源的可能性與實際情形；5.確保政策訊息傳遞到的對象；6.

構想與概念的推廣及創新程度等。 

在泛歐層次，歐洲公共行政研究中心(the European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EIPA)設計「共同品質評鑑系統」8(the Common Assessment 

Framework, CAF)，其目的是希望透過「最低標準」的評鑑制度，讓歐盟各國地

方政府以自我評鑑達到全歐共同評鑑。在進行評鑑時，由各單位組成自我評鑑小

組(the Enablers Panel)，依據證據(evidence)進行自評，從 0到 5評分。完全沒

有是 0分，只有計畫(plan)是 1分、執行(do)是 2分、稽核與檢查(check)是 3分、

落實(act)是 4分，充分整合(integration)是 5分。在 2003年 11月以及 2005年 5

月分別完成兩次全歐的調查報告。 

在其標準中第二項「策略與規劃」、第四項「夥伴關係與資源」，都是以利害

關係人及夥伴關係為核心，探討組織如何經由清楚的策略及管理方案，發展與其

他機關、私部門、公民的互動，並且定期監測關係的發展，達成使命與願景。具

體的指標例如：1.確認重要的利害關係人有哪些；2.透過民意調查、內部同仁意

見調查、社會調查等系統性方法，蒐集利害關係人的需求與期盼等相關資訊；3.

鼓勵利害關係人及公民參與諮商團體會議、問卷，或是辦理民意調查，並依據他

們的期盼設定優先性；4.以每年定期報告、舉辦記者招待會、在網站公布資料促

使政府資料透明化，並為夥伴及利害關係人規劃與執行知識及資訊的分享方案；

5.建立內部溝通渠道，以傳遞目標、計畫與工作；6.設計進行績效測量的方法，

建立追蹤成效的管理實體，如政策委員會、推動委員會 (executive board 

committee)或是管控團隊(steering-groups)等等。 

二、政策網絡中協力關係的成效評估 

在泛太平洋地區，Sadao 及 Robinson(2002)透過李克特量表來分析美國對太

平洋盆地六個國家、地區與島嶼，諸如塞班、關島、夏威夷、馬歇爾共和國、帛

                                                
8 請參見歐洲公共行政研究中心網站的 CAF簡介 (http://www.eipa.nl/CAF/Brochure/ 
CAF2002_Eng.pdf，下載日期 94年 5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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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Palau)、澎貝9(Pohnpei)等地，身心障礙兒童及其家庭的福利政策與協力關係

的效能。兩人指出，協力關係不僅應該重視組織管理，以佐證近年公共行政服務

提供體制典範的遞移，學界與實務界更應該重視與建立政策統合績效的評鑑系

統。 

由於太平洋島國及美國託管地醫療資源有限，專業人力不足，加上語言、文

化上的歧異，因此要提供給身心障礙兒童與家庭的福利頗為有限，也唯有提供整

合與協調性的服務，才能最大化資源的使用效率。在該項美國國務院所提供的支

持性服務系統，美國與六個地區及島國每年在六個島輪流舉辦「太平洋盆地領袖

會議」(the Pacific Basin Interagency Leadership Conference)，將主要的利害關係人

齊聚一堂進行溝通與對話，並且評估服務與照護績效。在「太平洋盆地領袖會議」

之下，設置常設的「協調辦公室」(Interagency Office)及協調官(Coordinators)職位，

設計、執行與監測服務體制，以追蹤資料、進行溝通並建構全面照護系統。在協

力關係中，首要建構基礎架構，可以讓各界代表碰面，形成領導團隊或小組，進

而訂定運作規則，設置專責聯絡人員，並爭取外界資源進入，透過網絡協力關係

協助身心障礙兒童與家庭的教育、醫療、就業。 

Sadao 等人的研究，其調查方法是透過封閉式問卷進行利害關係人的訪談。

大致上這些調查與結果如表 2。從陳述以及贊同比例狀況，大致可以看出協力關

係小組的成果，以及哪些方面有待改善。大體來說，服務照護的協調人員扮演很

重要的中介功能，可以促進溝通，除了每年的定期大會之外，如能增加定期碰面

頻率與次數，服務成效會更好。其次，資料分享的資料庫逐步建立。最重要的是，

服務接受者逐漸增多，訪視與接觸頻率增加，而且相關單位(政府、第三部門、

企業及當地組織)的代表慢慢加入協力機制當中，擴增力量(Sadao and Robinson, 

2002: 79)，更要定期評鑑效率以及效能。 

表 2：太平洋盆地領袖會議成果評估：對於協力關係成果描述的贊同比例 
成果類別 成果的描述 贊同比例 

家庭參與及社

區成果 
在協力關係團隊中，家庭是夥伴關係之一 68 

 家庭可以在福利方案中做決定(make decision) 62 
 每個家庭享有協調者(a care coordinator)提供服務 68 
 評估小組可讓所有單位的代表參加 81 
 已經建立適當的方法解決家庭爭端 43 
                                                
9 屬於密克羅尼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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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提供者能夠為有需要的家庭協同合作 81 
 有需要的家庭可以選擇的服務類別愈來愈多 62 
 有需要的家庭有拒絕服務的權力 62 
 愈來愈多的家庭或是兒童接受服務或受到訪視(are contracted) 75 
 兒童被訪視的頻率逐漸增加 80 
 愈來愈多的家庭提出服務需求 75 
 能在規定的時間內接受到服務 40 
 服務品質因為協力機制而獲得改善 50 
 為了追蹤家庭與身心障礙兒童，已經建置了協力關係的資料系統 87 
團隊中個別參

與者成果 
在協力關係中積極主動 81 

 逐漸理解協力關係團隊的意義 8 
 愈來愈了解服務需求者的需要 93 
 促進個人團隊作業技巧的發展 87 
 打算維持團隊成員的身分 100 
 增加與其他單位人員的溝通 93 
 增加與上級督導單位的溝通 75 
 至少增加與一位新成員的接觸 81 
 撥出時間參加協力關係團隊的運作 75 
 因為協力關係團隊的運作而增加工作滿意度 87 
 能夠為團隊做出顯著貢獻 100 
單位成果 我們單位能被納入協力關係團隊 81 
 我們單位的行政人員有權批准申請案 87 
 我們單位能因為加入協力關係而增加服務的提供 81 
 增加了協力關係中團隊的溝通 100 
 我們單位至少與其他單位簽定一份協定 87 
 照護系統的訓練提升臨床技術 40 
 我們單位能從協力關係團隊運作獲得更多資源 75 
協力關係成果 因設置協調人員而增加福利提供的活動 56 
 協力關係團隊的運作模式能與當地文化融合 93 
 協力關係團隊可以發展出使命與遠景的陳述 37 
 協力關係團隊能定期碰面，至少每月一次 56 
 團隊運作促進了資訊與資料的分享 80 
 資料管理系統獲得改善 75 
 協力小組報告有助追蹤政策成效 70 
 各單位的資料系統與報告獲得改善 60 
 資料管理訓練有用且合適 50 
 協力關係團隊是依法組成的 12 
 協力關係有關法令為地方政府所認可與遵循 6 
 各單位的協力關係的協調人員被任命出來 68 
 協力關係團隊的包括依法選出的官員 12 
 定期公佈協力關係團隊的滿意度報告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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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力關係團隊的成員不斷增加當中 87 
 各單位所提供的服務，協調頻率增加 75 
 上級的補助金可增加協力關係團隊的活動 50 
 地方政府理解協力關係團隊與服務對於身心障礙兒童與家庭的

重要性 
56 

 福利方案能夠製作與寄送公告資訊 12 
 福利方案包括在地區學院的人員訓練 31 

資料來源：Sadao and Robinson, 2002, p77 

許多公共政策或服務很難用「成功與否」來對績效下定義，也很難找到數據

來檢視績效。退而求其次，讓參與者成員進行同儕評鑑，彼此判斷對方在協力過

程投下的心力，可能是一種主流方法。實務工作者Wheeland (2003)以美國北卡

萊納州的夏洛特都會區的洛克山市(Rock Hill)為研究對象，以質化與量化的研究

分析地方政府的策略規劃過程，驗證策略規劃的五個預期結果，包括：1.以共同

的學習來管理環境與未來所帶來的不確定性。2.解決爭端衝突，讓參與者能夠對

目標凝聚共識。3.讓社會或是當地公民代表持續的參與公共事務。4.達成具體及

抽象的結果。5.在策略規劃期間建立地方治理網絡的結構。這幾個預期結果也是

充滿協力關係色彩。 

在評鑑協力關係的決策機制成效方面，由於策略規劃依賴三個部門(政府、非

營利、營利)之間相互依存的治理關係，Wheeland就以李克特五等分量表，探求

治理關係的運作互動成效。透過彼此評分上，從「重要性」、「過程滿意度」、「方

案滿意度」三個面向彼此互相評鑑，市政府最高分、其次依序是 RHDEC(Rock Hil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洛克山經濟發展公司)、約克理工學院、溫斯

洛普大學、洛克山學區、商會、約克郡，而加塔巴印地安族國 (the Catawba Indian 

Nation)被認為最不願配合及參加者。 

當然，除了利害關係人認知的評鑑外，也可整理客觀數據去驗證網絡管理的

成效，以免流於各說各話。教育的核心，實際上包括社會、衛生、體育、文化等

等其他方案措施所包圍，加上當地其他學校、商家、商業團體、社區團體等等，

學校其實就在其他行為者與組織所環繞的地區網絡中運作，參與者都會對學生、

校務資源、教學方案、目標，以及學校聲譽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力，而校方，作

為公共管理者，就得要接受挑戰，在複雜的情境中設法達到法律與上級機關所交

付的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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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oole 與 Meier 團隊就多次運用 5 年之間在德州 1054 個學區(school 

districts)所獲得的資料，以自變數與依變數間的相關係數，研究多層次治理與組

織績效(O’Toole et al., 2004)、網絡管理與教育績效(Meier and O’Toole, 2003)、

府際關係網絡的結構與管理因素對公共教育、學生學習成就與升學率的關聯

(O’Toole and Meier, 2004)。研究團隊的分析公式是： 

Οt=β1(H+M)Οt-1+β2(Xt/H)(M3/M4)+εt 

其中，Οt是某個時期的政策績效，H 是官僚體制內的狀況，M是管理，特

別是組織穩定度以及結構，M3 是向環境探索的能力，M4 是化解組織所面臨的

挑戰，Xt是環境因素，β1與β2是要測量出來的常數。O’Toole團隊的研究成果

可歸納為以下重點： 

l 網絡中各個參與者之間接觸的頻率，對於政策變革與效果有很大的影響

力。管理者願意多花點時間與組織外各有關人士互動、聯繫與對談，對

於組織與政策績效能夠產生正面的影響(Meier and O’Toole, 2001)。 

l 所謂管理網絡行為，簡單的指標就是互動頻率，你多久與校董會、地方

商業團體、民意代表、督學、教育局、甚至是教育部聯絡？六點的測量，

以判別一週內是每天聯絡還是從不聯絡。 

l 維持結構與人事上的穩定，對於網絡是有益的。穩定代表網絡系統在使

命任務、方向、設計、發揮功能、人際關係，大致一定時間保持不變，

加上校長、教師的任期或年資(tenure)愈長，則「經驗」愈能發揮影響

力，建立可資認同的聲譽，增進教育政策網絡中成員彼此認識與了解。 

l 所謂組織與政策績效—公共教育成效，是針對美國德州 1054 個學區，

各抽 5名學生，整理出白人、黑人、拉丁人、低收入戶學生學習成績以

及升學狀況，例如 TAAS(Texas Assessment of Academic Skills)所有測

驗(含閱讀、書寫與算術)的分數10、SAT (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s，

大學入學依據)的成績、出席率、退學率，都被納入組織與政策績效。 

l 在研究中拉丁裔學生的學習成很明顯，而這是從督學—高階教育官僚—

教師都任用拉丁裔所產生的網絡效果，他們會彼此影響、提拔，塑造有

                                                
10 這是德州教育局認可的測驗，並以此為依據發給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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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於拉丁裔學生學習的教育環境。 

l 學校過去的教學績效與聲望，影響力最大，至於校方在管理多層次網絡

行為者的努力，可以發揮 5%的影響力(學生通過測驗的比例)，諸如教

師、行政人員、校級主管、督學及教育主管機關、甚至是教育部等等，

發展與建立網絡行為者固定的聯繫關係11。 

綜上所述，網絡與協力關係的成效評估，似乎以範圍明確可確知的「利害關

係人」(甚或關鍵利害關係人)為之，而不是一般公民、外部專家或是由機關自我

評鑑，如此才能讓決策者、以及受到決策影響者能夠參與政策，提高政策的正當

性以及信任12(Bouckaert and van de Walle, 2003)。對於網絡成效的監控與監

督，應該由居於其中的參與者自行承擔，由參與者經驗、政治期盼、專業了解來

設定監督標準與指標。 

肆、網絡關係的成效評估：以教師課稅案為例 

談到成效或是績效，不可避免的是觸及績效管理的課題。績效衡量與管理

的概念，近來也受到各國學術與實務界日益重視，強調績效改善與更為負責地使

用公共資源(accountability)，致力於發展相關績效評估的衡量技術(Ammons, 1996; 

Berman and Wang, 2000; 施能傑，2001；郭昱瑩，2001)。有關績效管理與衡量的

內容，不是本文探討的重點，有興趣者可自行參閱相關文獻。 

值得注意的是，以績效評估的對象或是標的來分，績效的判斷通常可以劃

分為：組織的績效評估、計畫方案或政策的績效評估、以及個人的績效評估(李

允傑，1999)，有關績效管理的相關原則是否自動類推適用到政策網絡(虛擬組

織)，仍待繼續討論與研究。但若從「計畫方案或是政策」的評鑑來看，政策的

效果或影響(impact)經常是長期性的、跨機關協力的(施能傑，2001：24)，績效管

理的相關律則與方法，似乎能與政策網絡的成效評定相呼應，加上前面第參部份

                                                
11 這個概念可這樣理解，在台灣，國中成績特優或較好的學生，通常會就讀聲譽卓著的公立高
中，因為這些高中以往的辦學(升學)績效卓著，能夠吸引成績較好的學生，學校與學生雙方相得
益彰。成績平平或較為低下的學生，也有高中可以就讀，但由於學生入學時就經過篩選，過去升

學績效平平的普通高中，管理者能夠著力的部份，就是透過府際網絡關係爭取上級資源補助，推

動各項方案設法補強，或是針對課業落後的後段班學生，進行家庭、社區的訪問與參與管理，讓

學生感受到關懷與重視，提高他們的學習意願以及成就，校方與老師(第一線執行人員)在這個方
面的努力，在 O’Toole等人對於美國德州教育研究的發現，可以提升 5%左右的效果。 
12 關於政策的利害關係人確認，除了本文所引述學者的觀點外，還可參考陳敦源、劉宜君、蕭
乃沂與林昭吟(2004)等人所寫的「政策利害關係人的理論與實務：以全民健保改革為例」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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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談的幾個經驗，似乎大多是政策或方案的成效檢討與衡量。 

簡言之，政策網絡的協力關係成效的衡量，一個可行的方法就是透過「利

害關係人」的感覺、觀感等主觀評估與敘述來檢視網絡成效，在評鑑過程，最常

用的是評分量表法，如非常滿意、滿意、無意見、不滿意、很不滿意。每一種回

答就給予一個分數，最後加以累加。此外，工作績效除了評量，還該經由評量並

公告，可以良性循環刺激追求績效。 

為了嘗試政策網絡與協力關係的成效評估，本研究以簡單的問卷，針對近

來受到矚目的「取消國民中小學教師免稅政策」為對象，試行簡便的利害關係人

主觀成效分析1314。問卷題目以及資料的整理請見附錄。 

一、取消國民中小學教師免稅政策的簡述15 

為鼓勵優秀人才投入國民義務教育行列，從民國 3年開始，國民政府就一

直制定教職員之薪資免納所得稅政策(以下簡稱教師免稅案)，到了播遷來台仍繼

續沿用，民國 68年更擴及國民中學教職員。然而現在台灣經濟成長，教師待遇

大幅改善，基於租稅公平，從民國 79年開始遂正式提案修改所得稅法、取消教

師免稅。然而，若要取消既得利益者福利，必然引發強烈反對，加上選票的考慮，

取消免稅案一直原地踏步，但社會大眾對於取消教師免稅案已形成普遍認知。16 

民進黨執政之後，政府腳步轉趨積極。從民國 91年開始，幾度將法案送交

立法院審議，但都以配套措施不周、選舉考量、立委改選(法案屆期不連續)等因

素而闖關失敗。到了今(94)年謝長廷擔任行政院長後，仍繼續將所得稅法修正案

(第四條等條文)送交立法院審議。本來所得稅法修正的主政機關是財政部賦稅

署，但教育部專責與教師團體進行意見整合與配套措施的溝通，使得取消教師免

稅案焦點轉至教育部。不過，根據民間團體與立法委員觀感，行政部門有關的配

                                                
13 本項研究並無研究經費或政府機關協助，加上是測試性質，因此僅針對幾項陳述與問題詢問
取消免稅案的關鍵利害關係人，以檢視取消免稅案政策參與者之間的互動。問卷的施測，是透過

東華大學研究生、現任花蓮縣稅捐處秘書張秀珍小姐於撰寫碩士論文進行訪談之際順道執行。總

計訪談八人，訪談對象包括財政部賦稅署官員、教育部的相關承辦人員、全國與地方的教師會、

人本基金會以及在野黨的立法委員，樣本雖不多，但不管從利害關係人的相互指認，以及張秘書

親身接觸個案與財政部接觸，樣本似已反映出一定的網絡互動關係。但樣本過少，有關取消教師

免稅案的議題分析僅供參考，建議不宜引用。 
14 所得稅法修正案，還包括軍人所得稅取消免稅部份，但因為軍人以服從為天職，不宜對外發
表意見，且軍人不能組織團體、沒有公開參與政策過程的機會，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15 本文有關取消教師免稅案內容、過程與分析，係摘要自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張秀珍(2005)
的碩士論文《政策行銷之研究—以取消國民中小學教師免稅為例》，詳細內容請參閱該論文。 
16 財政部曾於 94年 4月初委託政大選研中心進行電訪，受訪者中有 71%知道本項議題、贊成取
消免稅者有 75%、也有 7成受訪者不知道相關配套措施，詳見財政部賦稅署(2005)的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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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措施內容、規劃過程、政策行銷工作應再加強(張秀珍，2005：159)。 

二、教師課稅案協力關係的成效分析 

(一)利害關係人、議題重要性認知與互動頻率 

本項研究總計訪談 8人，都是行政機關的業務承辦相關人員、教師團體、

教育團體、立委等。經過相互指認，本項政策中相關的利害關係單位，依其重要

性分別為：教育部、財政部、全國教師會，接下來是立法院、主計處、人本基金

會(三者重要性相同)，另外還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地方教師團體。其中，被

指認最重要的參與者有 5個，包括教育部、財政部、立法院、全國教師會，以及

人本基金會。 

其次，經過受訪者從 5分(非常重要)到 1分(非常不重要)來對議題重要性的

配分，受訪者配分結果從 5分到 2.5分都有，平均為 4.08分，介於重要與非常重

要之間。不過，認知到「議題重要」，不代表參與者之間會經常互動。首先，受

訪者絕大多數指出有關單位之間並未定期碰面，讓這項討論多年、而執政當局今

(94)年打算推動過關的政策儘速完成立法過程。即便是今年春夏之交、各界討論

熱烈之際，受訪者的半數也指出有關機關之間缺少聯繫。至於是否有多花時間溝

通上，正面與反面態度各半。 

(二)協力意願與協力的滿意度 

在問及「能否將本身利益考量放在一邊」、「與大家共同努力」方面，絕大

多數的受訪者似乎都比較傾向正面的意願。在問及實際的協力滿意度時，政府與

民間呈現不同的態度。例如規劃過程是否開放協力單位、開放公眾參與、規劃過

程是否值得信賴，政府與民間態度迥異。 

行政部門認為，已經開放利害關係人或公眾參與，過程值得大家信賴，但

非行政部門的參與者卻沒有體認到過程的開放性，有表態的受訪者認為行政機關

不值得信賴。教師團體表達出對於「政策過程」、「政策內容」非常不滿意的態度。

至於人本基金會受訪者認為，不應圖利教師，所以規劃過程「不需要開放」，且

感到滿意，但對於政策內容、配套措施則非常不滿意。 

綜上所述，94年春末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社會大眾普遍認知到租稅公平的

重要性，取消教師免稅案的議題重要性應為關鍵利害關係人所確定，而且政策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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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大多傾向願意與其他單位協力達成共同政策目標。不過，利害關係人(特別

是行政機關與民間非營利組織之間)似未固定或經常互動與聯繫的關係，政府與

教師、教育團體之間溝通、互信仍有強化空間，才能在政策規劃過程充分對話，

在配套措施的內容上達成共識，增加政策被廣泛接受的程度。 

伍、結論與建議 

近來公共行政理論與實務界最熱門的課題之一，就是政策網絡。近來國內發

生的許多公共議題，都反映出決策體制思慮的侷限，或是執行體系間缺乏整合、

各自為政的本位主義心態(turfism)。當然，組織都有疆界，各機關都是互不隸屬

的，堅持勢力範圍並非不能理解。難的是許多公共政策或是公務之處理，又非得

靠其他機關或民間單位的配合不可，否則決策可能難以受到社會大眾普遍接受，

或是網絡破損整合不良，以致接不住需要福利救濟的人。 

在網絡管理方面，本文也提出幾個建議，諸如定期的高階文官或業務主管的

常態性對話機制或是例會、善用機要秘書的聯誼與聚會等非正式組織、建立整合

性的資訊分享機制或通報系統、由其他單位評鑑本單位的資料追蹤系統、辦理共

同教育訓練、共同演練危機與急難事件的因應措施、關鍵聯絡人的聯繫方式等等。 

除了網絡要管理，更重要的是，對於網絡運作與管理的成效，應該透過績效

管理方法去檢驗。誠如公民是以認知來評判候選人進行選擇，在政策網絡中，既

然大多是由利害關係人或是各有關機關彼此互動來影響公共政策，對於網絡運作

的狀況、成效，或是優點缺點等，可由學術界從旁協助，由利害關係人憑其感覺

及觀感，透過李克特量表來評估與敘述網絡或政策成效。 

這種評估網絡、協力關係，甚至是治理能力的機制，目前正受到國際組織、

部分國家所採行，我們在表 2以及幾個個案中也指出具有實際可行性，對於公共

政策網絡的運作與管理有興趣者，除了描述參與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外，不妨參考

運用以了解互動品質。然而，本文以取消教師免稅案的網絡協力關係的試行成效

評估時指出，訪談利害關係人的樣本要夠多，而且還應該相互指認每個參與者的

互動頻率、狀況、品質，並且予以個別配分，讓每個政策參與者知道在別人眼中

自己表現如何、哪些面向需要調整改善，而且最好類似的評鑑應該定期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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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國中小教師課稅案之互動狀況問題 
1. 您接觸教師課稅案大約有多久的時間？ 

2. 假設教師課稅案的重要性，從少到多是 1分到 5分，在我們單位來說，我們

給     分。 

3. 在教師課稅案中，您認為涉及到哪些機關(包含政府與民間)？ 

4. 這些機關或單位中，您認為影響成敗的最重要三個依序是？ 

5. 這些機關是否定期會面？(例如每月一次，每季一次) 

6.  

請問 

 

 過去二個禮拜，你們

針對教師課稅案進行

電話連絡或是開會，

平均每周次數？ 

每週 5次、4次、3次、2次、1次，

或是過去兩週都沒連絡過？ 

 有沒有多花點時間與

心力來進行政策溝通

與討論？ 

完全沒有 1、沒有 2 

普通 3 

有 4、非常積極 5 

 能否將本身利益考量

放在一邊，來達到教

師課稅案共同目標？ 

完全不同意 1、不同意 2 

普通 3 

同意 4、非常同意 5 

 願不願意與大家共同

努力，形成穩定的支

持力量？ 

非常不願意 1、不願意 2 

普通 3 

願意 4、非常願意 5 

您認為 教師課稅案的規劃過

程，是否開放有關機

關或單位實質參與？ 

完全不開放 1、不怎麼開放 2 

普通 3 

開放 4、非常開放 5 

您認為 

您認為 教師課稅案的規劃方

案與過程是否值得信

賴？ 

難以信賴 1、不相信 2 

普通 3 

值得信賴 4、完全值得信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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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認為 整個教師課稅案的決策過程，有沒

有開放給一般公眾或人民參與？ 

完全沒有開放 1、不怎麼開放 2 

普通 3、 

開放 4、完全開放 5 

您 對於教師課稅案的政策規劃過程

是否滿意？ 

非常不滿意 1、不滿意 2 

普通 3 

滿意 4、非常滿意 5 

您 對於教師課稅案的方案內容或是

配套措施是否滿意 

非常不滿意 1、不滿意 2 

普通 3 

滿意 4、非常滿意 5 

 

編號：          

受訪者的單位：              

受訪者是主管   非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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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國中小教師課稅案互動狀況之顯示 
 

(一) 國中小教師課稅案身份別之基本狀況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身份別 
課稅案的重要性 

(從少到多 1~5分) 
所可能涉及的機關 

影響政策成敗最

為重要的機關 
這些機關是

否定期會面 

全國教師會 
5 教育部、財政部、主計

處、人事行政局、人本

教育基金會 

教育部 無 

地方教師會 

2.5 教育部、財政部、行政

院、立法院、全教會、

人本教育基金會、地方

政府 

立法院、財政部 無 

財政部 
賦稅署 

4 教育部、財政部、行政

院、立法院、主計處、

全教會 

教育部、財政

部、立法院 
無 

人事行政局 
3 財政部、教育部、全教

會 
教育部、全教會 無 

人本教育 
基金會 

5 教育部、財政部、人事

行政局、主計處、全教

會、人本教育基金會 

財政部、教育

部、人本教育基

金會 

無 

立法委員 
5 財政部、教育部、立法

院、全教會、地方政府 
立法院、教育團

體、行政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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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中小教師課稅案身份別之認知情形之一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三) 國中小教師課稅案身份別之認知情形之二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17 教育部、財政部與全國教師會之間並沒有相關聯繫，但是教師會內部對此問題卻聯絡頻繁。 
18 教育部目前的目標並不明確。 
19 全國教師會、教育部與人事行政局間既競爭又合作。 
20 不應圖利教師，應如所得稅的施行辦法。 
21 沒有規劃導致民間阻礙改革。 
22 教育資訊應該更透明化，主管機關應擴大參予。 
23 不需有配套措施。 

身份別 
開會次數 有沒有花時間

進行政策溝通

與討論 

能否放下本身利

益，達到教師課

稅共同目標 

願不願意共同

努力，形成穩定

支持力量 

全國教師會 
0次17 有，特別是教育

部 
普通18 願意 

地方教師會 1次或沒有 普通 普通 普通 
財政部 
賦稅署 

最多 2次，但非
各個處室都有 

普通 同意 願意 

人事行政局 0次 沒有 普通 普通 
人本教育 
基金會 

2次 有19 非常同意 非常願意 

立法委員  沒有 同意 願意 

身份別 
規劃過程有無

開放實質參與 
方案與過程是

否值得信賴 
決策過程有無

開放公眾參與 
對規劃過程

是否滿意 
對內容或配套

措施是否滿意 
全國教師會 不怎麼開放 難以信賴 完全沒有開放 非常不滿意 不滿意 
地方教師會 不怎麼開放 難以信賴 不怎麼開放 非常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財政部 
賦稅署 

開放 值得信賴 普通 滿意 普通 

人事行政局   普通   
人本教育 
基金會 

不需要開放20 難以信賴21 不怎麼開放22 非常滿意 非常不滿意23 

立法委員 開放  不怎麼開放   


